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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 言

本书所论述的，是以汉语为表现媒介的诗词曲，在中国文化精神

的影响下产生和变迁的历史。

“歌”有徒歌和入乐之分，徒歌亦称为“谣”。《诗经 魏风 园有

桃》云“：心之忧矣，我歌且谣。”《毛传》云“：曲合乐曰歌，徒歌曰谣。”

从文体的意义上说，歌谣是接近于诗的。徐师曾《文体明辨序说》云：

“孔子删诗，杂取周时民俗歌谣之辞，以为十五国风，则是古之有诗，

皆起于此，故又通谓之诗。”所以歌、谣、讴、诵、辞、谚，皆可通之于诗；

前人论述诗体的起源，也往往上溯于歌谣。本书以“诗歌志”为上编，

包括了古今体齐言和杂言诗、乐府及歌谣。词、曲都是先有曲调，然后

根据其节拍配上歌词演唱，所以是“由乐以定词（”元稹：《乐府古题

序》，《元氏长庆集》卷二三）的。宋翔凤《乐府余论》说“：宋、元之间，词

与曲一也。以文写之则为词，以声度之则为曲。”从文字的角度看是

词，从音乐的角度看就是曲。前人也往往将词曲并论，如王易的《词曲

史》、龙榆生的《词曲概论》等。本书以“词曲志”为下编，其中“曲”只限

于散曲，不包括杂剧和传奇。广义地说，这里的诗词曲都可以用“诗”

来统摄；因此，本书所论述的对象，也就可以说是中国诗学。

作为《中华文化通志》中的一种，本书论述的范围、重点以及写作

方式有别于一般的诗歌史或词曲史论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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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书涉及的时间段，从《诗经》时代直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，约有

两千五百年。作为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之一的文学，其产生和变迁的

过程，也往往体现出文化的变迁。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共同体，在

民族文化的融合中，文学是一个极其活跃的因素。在历史上，也出现

了大量少数民族的优秀诗人，他们用汉语为表现手段从事创作，因而

大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诗歌宝库。本书列专章讨论少数民族诗人的

创作，正是着眼于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。在更广泛的范围中来看，汉

文化不仅对于少数民族，而且对于周边接壤的邻邦也产生了很大的

影响。作为汉文化组成部分之一的汉文学，在朝鲜、日本和越南的文

学史上也曾经被视为正统文学。域外的许多优秀诗人，也曾用汉语写

作了大量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的作品。这些作品，既受到中国文学的

深刻影响，又往往带有异域的馨香。从文化的传播与变迁的角度看，

认识域外的汉诗学，有利于从整体上了解汉文化，使人们在了解汉文

化的主流之外，更能了解各汉文化支流与主流、支流与支流之间的关

系及各自的特色。正因为如此，本书将域外汉诗也置于讨论的范围之

中，以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文化对域外的影响。

精神文化在开创时期是特别值得注意的，这种开创意味着文化

由原始阶段进入高级阶段，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往往决定于这个时期，

所以德国哲学家雅斯柏斯 ）在其“（

”一书中，将人类文明进程中的这一阶段称作“轴心时代

。从文化的角度看诗学，则一个民族诗学的特殊性也往往奠

基于其初始阶段。由此而导引出本书的两个写作重心：一是注重中国

诗学初创期的讨论，它包含两方面的意义，即观念上和技巧上；二是

注重中国诗学转型期的讨论，它也包含两方面的意义，即题材上和审

美趣味上。而对于缺乏这种初创和转型意义的部分，如叶燮指出的

“自宋以后之诗，不过花开而谢，花谢而复开” 原诗》内篇下），则略

言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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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文学角度认识文化，当然也须注意文学自身的特点。韦勒克

）与 文学理论》中，曾）在其所著沃伦（

引用贝特 的一段话说“：真正的诗歌史是语言的变森（

化史，诗歌正是从这种不断变化的语言中产生的。而语言的变化是社

会和文化的各种倾向产生的压力造成的。” 页 ）（刘象愚等译，第

作者同时又加以修正道：“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是一种辩证的关系，文

学同样也给予语言的发展以深刻的影 页）所以，注响。（”同上，第

重诗歌语言的变迁，也就成为本书的另一个重心。语言的变迁包括节

奏上的四言、五言、七言、长短句和自由体，词汇上的古词、新词、方

言、口语和白话，句法上的对偶、平行、倒装，以及韵律上的平仄和压

韵等。由四言发展至五七言、长短句，由诗而词而曲而新诗，所反映的

也是诗歌语言逐渐向接近自然的语言靠拢的趋势。

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诗歌历史的国度。在诗教传统的影响下，

中国诗人对于当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思潮的敏感性，在世界文学史

上也是相当突出的。现代评论家往往指出我们的文学传统中缺少“纯

文学”的观念，太多的作品中含有道德训诫和政治讽谏的意味；即便

是表达男女爱情的诗歌，其中也往往寄托着君臣遇合之感。用这样的

眼光从整体上来概括中国诗学，难免失之片面，但以上的指陈也的确

说明了中国诗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。由于研究视角的不一，许多优秀

的有关诗词曲史论的著作，未能充分地展现那些极大地影响了中国

诗学面貌的各种文化因素。这一缺憾，希望能够在这本书中得到一定

程度的弥补。同时，本书较少对作品进行纯文学的鉴赏和分析，也是

由题旨本身所决定的。

总之，想在一本篇幅不大的书中，描述两千五百年诗词曲的复杂

而曲折的变迁史，挂一漏万诚为难免，顾此失彼竟是追求。清人王士

禛论诗云：“诗如神龙，见其首不见其尾，或云中露一爪一鳞而已，

安得全体？（”赵执信：《谈龙录 ）借用其语，透过本书对中国诗学的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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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爪一鳞”的描述，读者或许也能联想到首尾完好的“龙”的全身

吧；透过其屈伸变化的过程的勾勒，或许也能感受到其继续腾飞的方

向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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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编

诗　　歌　　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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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　“　诗”字古义检讨

文字产生以前，初民的口头创作，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上，都可

以追溯至远古时期，口头创作的歌谣就是诗的前身。这一点，古人已

明确指出。如孔颖达曰“：上古之时，徒有讴歌吟呼，纵令土鼓、苇籥，

必无文字雅颂之声。”又曰“：讴歌之初，则疑其起自大庭时矣。 大

庭是神农的别号。孔氏认为其时虽可能有乐器②，但未必有文字，所

以只能说是口头讴歌，而不可谓之诗。歌谣是诗的先驱，因而今天考

察“诗”的古义，先要考察“歌”“、谣”二字。

“歌”的古文作“ ，金文作“ ，从“口”，与言字合体则为“訶”

和“ ，假借为 ）从“丂”，据白川静“。可”字从“口（”歌舞之“歌”

①《诗谱序正义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中华书局 页。影印本， 年版，第

②《礼记 明堂位》“：土鼓、蒉桴、苇籥，伊耆氏之乐也。”孔颖达《诗谱正义疏》指出：

“伊耆、神农，并与大庭为一。”

③详见周法高编《金文诂林》卷五上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年版，第 页。

第一章　“　诗”字原始观念的

形成及其流变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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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“：‘ ’是放进祝词的器物，加入祝词，器物口微开之形即为‘曰’

，（ ）字，‘曰’既是向神的 至于诉说，也可意味着神旨托附之词。

“丂”，陈梦家认为“就是呼号的号”，和舞蹈一样，呼号（诗歌）也是巫

术的一种。②

和“歌”联系在一起的是“谣”“。谣”也是祭祀仪式中的语言，金文

写作“ ，左边是言上加肉，表示供神和祈祷；右边是系“，谓欲交接

于鬼神而以品物为系属也” 。由此可知，作为“诗”的前身的歌谣，其

内容都是与宗教祭祀、巫术表演有关的。

早期“诗”的概念又是怎样的呢？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没有“诗”字，

根据可靠的古典文献记载“，诗”字最早出现于《诗经》中：

嵩高》“：吉甫作诵，其诗《大雅 孔硕。其风肆好，以赠申伯。”

卷阿》“：矢诗不多，维以《大雅 遂歌。”

巷伯》“：寺《小雅 人孟子，作为此诗。凡百君子，敬而听之。”

这三篇作品的写作年代大致可考。《嵩高》的作者是兮伯吉甫④，作于

宣王朝（前 一 年）。《卷阿》一诗，据《毛诗序》所说，乃召公前

贻成王（前 一前 年在位）之作，傅斯年则认为此诗作于厉

王或宣王时，即公元前九世纪到前八世纪，其说多为现代学者所采

。至于《巷伯》一诗，《纳 毛诗序》以 年为作 ）于幽王（前 一前

时，班固《汉书 古今人表》列“寺人孟子”为厉王（前 一前

年）时人，或为《齐诗》之遗说。总之，在公元前九世纪，甚至可以追溯

页①见《中国 古代文学》（一）（，东京）中央公论社 年版，第 。

②《商代的神话与巫术》，载《燕京学报》第二十期，第 页 。

③于省吾：《甲骨文字释林》，中华书局 年版，第 页。关于“ ”的解释，此处

参考了白川静说。曾宪通：《说繇》一文以为乃鼬字之象形，载《古文字研究》第十

辑，中华书局 年版。

④此王国维之说，见《兮甲盘跋》，载《观堂集林》卷二。《毛诗序》以此诗作者为尹吉甫。

⑤参见《傅斯年全集》第一册《诗经讲义稿》“大雅的时代”节（，台北）联经出版事业

公司 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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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公元前十一世纪“，诗”的名词已经出现。而且根据《卷阿》的例子，

这时的“诗”和“歌”也已经有所区别。这里的“诗”字显然是指用语言

固定下来的思维形式，它是一种语言艺术，而与作为音乐艺术的“歌”

相比，是具有另一特征的。

然而这未必就意味着“诗”字的原始意义。从字源学

的意义上考察某一概念的形成及演变，在中国古代，是用训诂字义的

方式以求原始字义，在西方，这种研究方法也颇有影响力。其基本过

程是先寻找出某一字的原形原音，由其音、形以求其义，并进而寻求

原字与孳乳字之间的关系。例如，从《说文》开始对于“诗”的诠解，都

是与“志”联系在一起的，近现代的学者也多主张“诗”和“志”原本是

。陈世骧更进一步指出，“诗”字的字一个字，它们都本于“之” 根

“ ”，其意义一方面是“之”，另一方面又是“止”，而“诗”字乃是在更

高的意义上将这矛盾的二义提进到一个“升华的统一”，认为“诗”字

的原始含义，是“蕴止于心，发之于言，而还带有与舞蹈歌咏同源同气

的节奏的艺术 。而周策纵在对甲骨文和金文的有关字形的研究之

后，从字形上分析出由“之”如何演变成“诗”，并特别指出了其原始意

义和宗教的关系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：

汉 （寺），有指字“诗”是从基本符号 发 ，展到 再发展到

祭祀中伴随着某种动作、音乐、歌诗和舞蹈的一种特定行为的意

义 ”，而。后来，当强调音乐、歌诗和字词等方面时，就造出了“

后者终于变成了“诗”。

在目前的研究状况下，我们不妨将这一结论暂时接受下来。

①这一观点可以朱自清《诗言志辨》为代表，文载《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》上，上海

年版古籍出版社 。

②《陈世骧文存 页。》（，台北）志文出版社 年版，第

“诗”字古义考》，③程章灿译： 载《古典文献研究》 ，南京大学出版社

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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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“诗”的观念从宗教到人文的展开

对“诗”字的原始意义的探讨，从文化史的角度上来看，其实并不

在于是否弄清了此字的原义如何，而在于由字源的探索，或许可以发

现某一观念的演变痕迹，从而产生一种新的认识。

宗教作为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种阶段性的必然现象，在各个

民族的文化史上都曾经出现过。在中国，传说中的帝颛顼时代便是以宗

教为核心的。《大戴礼记 五帝德》说他“依鬼神以制义”，也就是“说他

是 。作为原始公社的末期，当时社会的特征就是大巫，他是宗教主了”

“民神杂糅，不可方物；夫人作享，家为巫史” 国语 楚语》下）。下逮

殷商时代，这种宗教气氛仍然相当浓烈。宗教领袖即为政治领袖“，王

者为群巫之长” ，巫师已与王室结合起来。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有“巫”

字，巫的职能，据陈梦家说，有以下五种：祝史、预卜、医、占梦、舞雩③。

所以古代的乐、舞、诗（这本是结为一体的）都曾托附于巫。《说文》记载：

巫，祝也。女能事无形，以舞降神者也。像人两袖舞形。④

①徐旭生：《中国古史的传说 年版，第 页。时代》（增订本），文物出版社

②陈梦家：《商代的神话与巫术》，第 页。

页。有关这方面的③同上书，第 最新研究，可参看张光直《商代的巫与巫术》，收

入其《中国青铜时代二集》，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年版。

④尽管这一文字上的说明受到了当今一些文字学家的质疑，以为“舞”字由“無 演

变而来（见李孝定编述《甲骨文字集释》，第 页）。不过，据文献的记载，早期

的舞蹈围绕着宗教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。如夏朝的九代、九辩、九招皆为巫舞；卜

辞中常见的“今囚巫九 ”，据于省吾说“：即‘今用巫九摇’也。⋯⋯‘巫九摇’犹言

巫九舞。古者歌舞恒以九为节，巫祝以歌舞为其重要技能，所以降神致福也。”

页）《墨子 非乐》“：先王之书，（《甲骨文字集释》，第 汤之官刑有之，曰：其

恒舞于宫，是谓巫风。《河图玉版》载“：古越俗祭防风神，奏防风古乐。截竹长三

尺，吹之如嗥，三人被发而舞。”甚至《周礼 春官宗伯》还这样记载“：司巫掌群巫

之政令，若国大旱，则帅巫而舞雩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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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尚书 尧典》：

八音克谐，神人以和。

《周易 豫 象辞”曰：卦

雷出地奋，先王以作乐崇德。殷荐之上帝，以配祖考。

如果上文对“诗”字古义的推测离事实不远的话，那么，诗歌原本也是

依附于宗教的。早期诗歌的内容不外两个方面：一是有关生产劳动，

一是有关宗教祭神。尽管现存的文献大多出于后人的记载，但多少也

反映出远古的遗迹。

《礼记 郊特牲》“：伊耆氏始为蜡，蜡也者，索也。⋯⋯日：

‘土反其宅，水归其壑。昆虫毋作，草木归其泽。

《卜辞通纂》“：今日雨。其自西来雨，其自东来雨，其自北来

雨，其自南来雨。（”三七五）①

现在读到的《诗经》中虽然也还有一些祭祀的作品，但其重心显然已

经有所改变，即在原始宗教中注入了一种新的精神。例如，甲骨卜辞

中有不少是以求雨为内容的②，包括命辞、占辞和验辞。作为一种祈

祷辞，总是将最后的决定权归之于上帝，而人们对于上帝所能够做

的，就只有祈求膜拜。陈梦家《殷虚卜辞综述》曾经举出下列例子：

帝不令雨帝其令雨

帝其雨 帝不雨

帝令雨 帝不其令雨

帝令多雨 帝不令其多雨

帝令雨其年？帝令雨弗其足年？

《 甫田》：诗经》中当然也有言及求雨的诗篇，如《小雅

①汉乐府中有《江南》一首“：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，鱼戏莲叶间。鱼戏莲叶东，鱼

戏莲叶西，鱼戏莲叶南，鱼戏莲叶北。”沈德潜《古诗源》卷三评为“奇格”，这或许

是由于他生世较早 未见卜辞之文。

②参见陈梦家《殷虚卜辞综述》第三章第一节“卜雨之辞”。中华书局 年版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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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我齐明，与我牺羊，以社以方。我田既臧，农夫之庆。琴瑟

击鼓，以御田祖，以祈甘雨，以介我稷黍，以谷我士女。

朱熹《诗集传》卷十三注此章曰“：言奉其齐盛牺牲以祭方社，而曰我

田之所以善者，非我之所能致也，乃赖农夫之福而致之耳。又作乐以

祭田祖而祈雨，庶有以大其稷黍而养其民人也。”同样是求雨，但丰年

的关键乃在于“农夫之福”，农夫有福的原因又在于他们的勤勉耕作，

所以得到了神灵的庇佑，即此诗下一章所说的“曾孙（此周人对其祖

先神灵之称）不怒，农夫克敏（工作得又快又好）”之意。恰恰是这一点

说明了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，人的自身努力是得到神灵庇佑的最后

依据，而不单是依赖于对上帝的一味皈依。这不仅显示了中国历史的

黎明曙光，也显示了中国文化的黎明曙光。①

这个重要的历史转变，当在西周的初年。王国维在《殷周制度

论》中指出“：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，莫剧于殷周之际。”又说“：殷周

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。故克 立殷之后，尤竞竞以德治为务。”

国之基础在于统治者道德之有无及良窳，而不取决于是否得到神灵

的庇护。巫师在《周礼》仅列为中士，属于太祝，其地位是无法和商代

表记》上说“：殷人尊神，相比的 。所以《礼记 率民以事神，先鬼而

后礼；周人尊礼尚施，事鬼敬神而远之。”孔子说“：郁郁乎文哉，吾从

周 八佾。” 《周易》贲卦“彖”曰“：文明论语 以止，人文也。⋯⋯观

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”孔颖达《周易正义》曰“：言圣人观察人文，则诗

书礼乐之谓，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。”正是对西周文明的回应和阐说。

①甲骨卜辞中常见有的“其雨”一词，在《诗经》中凡两见，即《鄘风 蝃 》的“崇朝

其雨”和《卫风 伯兮》的“其雨其雨”，据胡小石《甲骨文例》下所说，两者皆卫诗，

故有殷人遗语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“其雨”在卜辞中皆为占卜时的占辞，而在《诗

经》中，则皆为比兴之辞，以求雨暗喻人间的普通情感，完全脱离了宗教的涵义。

②《观堂集林》卷一 ，中华 年版，第书局 页。

③参看唐兰《略论西周微氏家族窖藏铜器群的重要意义》，载《文物》 年第 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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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西周以来的诗，尽管还是和歌舞联系在一起，但就其表现的精神

而言，不是朝向天上的神灵，而是面对现实的人生，体现了宗教向人

文的过渡。如歌谣的原始意义多与宗教祭祀有关，而在《诗经》中抒发

的，却大多是人间的普通情感：

江有汜》“：之子归，不我过；不我《召南 过，其啸也歌。”

园有桃》“：心之忧矣，我《魏风 歌且谣。”

墓门》“：《陈风 夫也不良，歌以谇止。”

《小 何人斯》“：作此好歌，以极反侧。”雅

四月》“：君子作歌，《小雅 维以告哀。”

白华》“：啸歌伤怀，念彼硕《小雅 人。”

桑柔》“：凉曰不可，覆背善詈。虽曰匪予，《大雅 既作尔

歌。”

而在文字上最早使用“诗”来指代某种用语言形式固定下来的作品，

现在可以考见的，也是在《诗经》中。上文举到的《卷阿》，是对周王之

德的歌颂；而《崧高》则是对“申伯之德”的赞美；《巷伯》一诗又是发泄

怨恨之作。以上三篇作品，都被用“诗”的概念来命名。从以下相关的

作品中，我们不难发现诗是用来表达现实人生的喜怒哀乐这一观念

的普遍性：

葛屦》“：维是褊心，是以为刺《魏风 。”

《 节南山》“：家父作诵，以究王讻。”小雅

《大雅 民劳》“：王欲玉女，是用大谏。”

《大雅 烝民》“：吉甫作诵，穆如清风。”

这些文献足以证明，自西周以降，下逮春秋时代，诗歌已经逐渐摆脱

①下句今本作“歌以讯之”，《广韵》去声至第六引作“歌以谇止”，钱大听、段玉裁、朱

骏声、林义光及陈奂等，皆以“讯”为“谇”字之误。 年出土之阜阳汉简《诗经》

正作“谇”，今据以是正。参见胡平生、韩自强《阜阳汉简诗经研究》，上海古籍出版

社 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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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宗教性祈祷的束缚，而充满着现实的人文气息，这就是“诗言志”观

念的提出。

《诗经》中的诗字，一般来说，还只是就具体的某一篇作品而言

的。然而在春秋时代广泛流行的“诗言志”说，这里的“诗”字也许已经

上升为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，应该视为是对“诗”的初步定义。文学上

一个专有名词的出现，或许表示了一个新的概念的初建，同时也就意

味着对之进行评价，亦即文学批评的萌芽。如上所述“，诗”和“志”，从

字源学角度来看，皆以“ ”得声，而一从 ，一从“言”。在古文字

中“，心”和“言”正属于偏旁互易之例，所以很可能原本是一个字。但

在春秋战国之际“，诗”和“志”早已分化为二字而各有所用“。诗”是

“言志”的载体或符号，这一观念为时人所普遍接受。

，《今文尚书 尧典》“：诗言志，歌永言。

《左传 襄公二十七年》“：诗以言志。”

《庄子 天下》“：诗以道志。”

《荀子 儒效》“：诗言是，其志也。”

《礼记 乐记》“：诗，言其志也。”

所谓“志”，在古文字中代表“识” ，又可以训为“意”“、心”“、念”等

等。所以“，言志”也就是“言识”“、言意”或“言心”。朱自清曾经将“诗

①孙星衍：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卷一。关于《尧典》的产生时代，今人意见不 顾颉刚

主张为秦汉人伪作，见《从地理上证今本（尧典〉为汉人作》；郭沫若认为是战国时

子思之徒所作，见《十批判书》；范文澜则以为乃周朝史官掇拾传闻，加以组织而

成，见《中国通史》。本文取战国说。

②关于《左传》的真伪问题，自汉以来争论不休 本文不认为是刘歆伪作。

③关于《天下篇》中“诗以道志”等六句二十七字，自马叙伦《庄子义证》疑为古注误

入正文之后，许多学者均有考证，以为衍文。但即使如此，我认为这六句话仍然是

以战国时人的认识为依据的。

④《礼记》虽成书于汉代，但《乐记》则取于《公孙尼子》，见《隋书 音乐志》引沈约

语。公孙尼子则为孔门弟子。

⑤参见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一 篇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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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到了汉代，言志”看作是中国诗学的“开山的纲领” 就有了两篇重

要的文献，将这一观念在文字学和诗学上固定下来。

许慎《说文解字》三上言部“：诗，志也。志发于言②，从言，寺声。”

从这个文字学上的权威解释中，我们不难发现，许慎所总结的“诗”的

概念，一方面偏于“言”，另一方面又偏于“心”。我们很容易为这一文

字学上的说明找到大量的文学上的佐证。在《诗经》中，充满了以谐合

音乐的语言所表达的人们内心的欢乐和忧伤，这正体现了抒情诗的

两大要素：音乐节奏的语言和内心意志的独白。而许慎对于诗的“言

志”和“从言”的说明，也反映了从春秋战国到汉代，人们已经认识到，

诗歌是由生发于内的情感意志和表现于外的语言文字的高度融合。

而充分表达这一观念，并且在诗学上奠定了牢固基础的则是《诗大

序》 ：

诗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情动于中而形于

言，言之不足故嗟叹之，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，永歌之不足，不知

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

这里“，诗”既是“志”的停蓄（“在心为志 ，又是“志”的表现（“发言为

诗”），从而涵容了字根“ ”的“止”“、之”二意；同时，诗还是和音乐、

舞蹈同源的艺术形式。这两个方面的意义，既展示了“诗”的观念的演

变痕迹，也标志着中国早期诗歌概念的成熟。

①见《诗言志辨序》，《朱自清古典 页。文学论文集》上，第

②此四字通行本中无，杨树达《释诗》据《韵会》引《说文》补，见《积微居小学金石论

丛》，中华书局 年版。

③关于《诗大序》的作者，迄今争论不休。徐英《诗经学纂要》列清以前诸家之说，即

有二十四种。其形成过程可能并非出于一时一人，当为自战国至汉代的儒生陆续

完成的（。台北）鼎文书局 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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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　　从“诗”的早期观念看中国诗学的若干

特质

由于自春秋战国以来“，诗言志”成为普遍认同的一个观念，无论

是“赋诗言志”还是“作诗言志”，诗的目的即在于倾诉内心的意念或

情感。从听者或读者的角度而言，也是重在从诗歌中去把握赋诗者或

作诗者的心志。《左传 襄公二十七年》载，赵孟请七子赋诗，就是想

“以观七子之志”。而孟子在其人性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“以意逆

志”的说诗方法①，强调读者从诗歌的文字中进而去获得作者的精神

品格。这一基本观念也就影响到中国诗学的若干特质的形成。

从《说文解字》对“诗”的解释来看“，从言”即表示其义类，所

以诗是和语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这里的“言”当指书面语

言②，即汉字。由于汉字以形声字为主，也特别适合于文字的

修辞。字形作用于视觉，字声作用于听觉，以形和音表现内在

情采》说：“故立文之道，其理有三：一曰的感情。《文心雕龙 形

文，五色是也；二曰声文，五音是也；三曰情文，五性是也。”这是

就广义的“文”而言，所以包括了天地自然之文。若是就狭义的“文”，

或者更集中到诗而言，其本身就是综合了形、音、情三者的。《左

传 襄公二十五年》有“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”之说，这里的“文”则

指文采、修辞“ 乾。修辞”连文见于《周易 文言》“：修辞立其诚。”

如果说，修辞是属于“美”的话，那么，“诚”所包含的是“真”和

①关于此一问题，参见张伯伟《孟子“以意逆志”说的现代意义》，载《中国诗学》第二

辑，南京大学出版社 年版。

从字形的发展来看，由“ ”变化为“诗”，也可以看出早期诗歌从口头表达向

书面表达的演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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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真善美的结合，“善 便是中国诗学的基础。此外，中国诗学中的某

些特殊技巧和句法，也是和汉字的特征分不开的。例如骈偶，这是利

用了汉字在字形上的特征；又如双声、叠韵，则利用了汉字在声韵上

的特征。至于从双声、叠韵演化出声对，而不犯形与义之忌；从字形字

义而演化出的形对，又不犯声韵之忌；交叉为用，互相制约，更是综合

了汉字的形音特征。此外，还有声调上的要求，讲究清浊和平仄，形成

了中国诗学在技巧上的若干特色。汉字是没有语尾变化的语言，所以

也就没有“格”“、数”以及“时态”；同时在诗歌语言中，还常常省略动

词主语和介词，有时甚至将动词也省去。这就使语序富于变化，虽然

内涵因此而有欠精确，但另一方面，这也使中国诗歌的意蕴变得更加

丰富，从而形成诗多义、无达诂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。在汉

诗翻译成外文的时候，这个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。②

“诗言志”的观念还表明了这样一种基本看法，即诗歌是诗人心

灵的外现或诗人生命的流露，而不是对自然的模仿或理念的复制。这

就造就了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，与西方文学的史诗和戏剧的传统形

成对照。即使在后起的戏曲或小说等叙事文学体裁中，也同样充满了

抒情的调子，诗词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③。孔子将“志”的意义在

其人性论思想的过滤中加以转换，从而限定在“仁义”的范围里。同样

是诗，孔子就 为政说“：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无邪。” 论语

①在儒家典籍中，《中庸》对“诚”字有很好的发挥“：诚身有道，不明乎善，不诚乎身

矣。 诚者，天之道也；诚之者，人之道也。“”诚之者，择善而固执之者也。”参见饶

宗颐《孔门修辞学》，收入《文辙 文学史论集》（，台北）学生书局 年版，第

页。

②参见刘若愚《中国诗学》上篇第四章“诗的语言在文法上的某些方面”，杜国清译。

（台北）幼狮文化事业公司 年再版。叶维廉《中国古典诗与英美现代诗

语言与美学的汇通》，收入《中国古典文学比较研究》（，台北）黎明文化事业股份

有限 页。公司 年版，第

③参见张敬《诗词在中国古典小说戏曲中的应用》，收入《中国古典文学论丛》第一

册诗歌之部（，台北）中外文学月刊社 年 页。再版，第


